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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2024年十大科学突破解读

[编者按] Science杂志每年会在年底评选出当年十大科学突破。2024年12月12日,Science杂

志公布了其评选出的2024年十大科学突破。为了让广大读者更深入地了解十大科学突破的科学

价值,本刊特邀相关领域知名科学家分别对其进行解读,以开阔科研人员的视野,推动学术交流。

1 长效艾滋病预防药物

  目前,既无有效的艾滋病疫苗,也无可以根治

HIV感染的药物。2024年,吉利德公司研发的靶

向HIV衣壳蛋白的长效注射药物lenacapavir在艾

滋病的暴露前预防(PrEP)临床试验中获得巨大成

功,每半年注射一次预防高危人群感染病毒的效率

几乎100%,为全球艾滋病防控带来了重大策略。

lenacapavir不仅是对抗 HIV的新希望,也为其他

病毒 性 疾 病 的 防 治 提 供 了 新 思 路。因 此,

lenacapavir被评为Science杂志2024年度十大科

学突破之首。

专家点评:
何玉先 中国医学科学院艾滋病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北

京协和医学院长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A类)等项目。长期从事艾滋病的分

子病毒与免疫学、基因治疗和抗病毒药物研究。在Cell等

杂志发表SCI论文150余篇,连续入选中国高被引学者及全

球2%顶尖科学家榜单。领导研发的多个原创抗病毒药物进

入临床试验并取得重要进展。

马 萍 医学博士,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天津市第二人民

医院艾滋病专业科主任,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细胞治

疗艾滋病研究项目PI,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艾滋病临床专家

组成员。牵头或参与1~4期新药临床试验10余项,承担或

参与国家级和省市级科研项目10余项,发表高质量研究论

文30余篇。

20世纪80年代初被发现的艾滋病病毒,即人

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属 于 逆 转 录 病 毒。联 合 国 艾 滋 病 规 划 署

(UNAIDS)数据显示,全球累计超8
  

800万人感染

HIV,约一半感染者因艾滋病相关疾病死亡,目前约

有4
  

000万存活感染者。2023年,新增感染者约130
万,63万人死于艾滋病相关疾病。尽管国际社会积

极应对,但有效的 HIV疫苗仍未研制成功,目前防

控艾滋病主要依赖抗病毒药物。抗逆转录病毒治疗

(Antiretroviral
 

Therapy,
 

ART)可抑制 HIV复制,
使感染者体内病毒载量降至临床检测不到的水平,
从而降低了传播风险,“治疗即预防”(TasP)理念因

此被广泛接受。“暴露前预防”(PrEP)药物则适用

于感染风险高的人群。2024年12月13日,Science
杂志将长效艾滋病药物lenacapavir列为年度十大

科学突破之首,其预防效果显著,推动了艾滋病防控

策略的发展。UNAIDS计划到2025年将新增感染

人数控制在37万以下,2030年降至20万以下甚至

终结艾滋病流行,lenacapavir的出现为实现这一目

标带来希望。

HIV主要攻击和破坏人体免疫系统,致使机体

免疫功能丧失,从而引发各类机会性感染与肿瘤,最
终导致死亡。艾滋病发现之初,因其极高的致死率

被称为“超级癌症”或“世纪杀手”。但1987年首个

抗HIV药物齐多夫定获批用于临床治疗以来,局面

发生了改变。迄今,已有30多种抗 HIV药物上市,
包括核苷类逆转录酶抑制剂、非核苷类逆转录酶抑

制剂、蛋白酶抑制剂、整合酶抑制剂和病毒进入抑制

剂等几大类,它们针对 HIV复制关键环节,导致病

毒复 制 终 止。HIV 药 物 研 发 成 果 曾 两 次 入 选

“Science年度十大科学突破”。1996年,华裔科学家

何大一博士发明的“鸡尾酒疗法”,即高效抗逆转录病

毒 治 疗(Highly
 

Active
 

Anti-retroviral
 

Therapy,
 

HAART)被评为年度突破,该疗法联合多种药物,
能有效抑制 HIV 复制,阻止病情进展。2011年,
“治疗即预防”(TasP)策略入选,研究表明接受治疗

且病毒被抑制的感染者传染性显著降低。如今,新
的抗HIV药物疗效显著,艾滋病已成为可长期管理

的慢性病。感染者坚持用药,不仅能延长寿命,还能

降低病毒传播风险。
现有的HIV药物主要通过结合“活性位点”来

破坏病毒酶或阻断病毒进入,而lenacapavir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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靶点却在保护病毒RNA的衣壳蛋白,该衣壳蛋白

呈锥体结构。起初,研究人员认为病毒衣壳难以作

为药物靶点,因为阻断其与细胞蛋白的相互作用需

要众多药物分子。但新研究发现,锥体由稳定且灵

活的五分子或六分子晶格构成,HIV进入细胞时锥

体不解体,而是保持完整状态,可以挤过核膜上的孔

隙来传递病毒基因。吉利德研究人员受此启发,研
发出lenacapavir。它不仅能阻断衣壳与细胞蛋白的

相互作用,让锥体变硬,阻止其进入细胞核,还能干

扰新锥体和子代病毒颗粒的形成。lenacapavir曾因

溶解性差、不易吸收,给研发带来难题。不过,吉利

德科学家开发出注射制剂,让这一劣势变为优势,药
物在体内能长时间发挥作用,患者每6个月注射一

次即可维持药效浓度,为HIV治疗带来新希望。

图1 药物lenacapavir(黄色)通过与HIV的衣壳蛋白结合阻止

衣壳锥穿过核孔进入人体细胞核
 

(图片来源:Science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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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cial
 

Website)

注射用lenacapavir在2022年已作为“挽救治

疗”药物上市,用于抗病毒治疗失败的 HIV感染者。
如今,它有望成为极为有效的暴露前预防(PrEP)药
物。此前获批用于PrEP的口服药舒发泰、达可辉,
虽坚持服用效果理想,但服药依从性不佳以及在贫

困国家可及性差等问题,严重影响了预防效果。

2021年获批的长效卡博特韦,虽每两个月注射一

次,却因成本高、使用兴趣低而难以推广。2024年6
月,针对非洲青春期女孩和年轻女性的大规模临床

试验显示,每6个月注射一次lenacapavir,HIV感

染率降至零。三个月后,在四大洲进行的针对男男

性行为者的试验也证实其疗效达99.9%。这一成

果颠覆了PrEP领域,为艾滋病防控带来新契机,有
望保护数百万人。同时,它也为其他病毒性疾病防

治提供了新方向,许多病毒的衣壳蛋白功能类似,研
发衣壳抑制剂具有重大的科学意义和应用价值。

基于lenacapavir的PrEP策略,最早2025年年

中才可能获监管批准。其能否广泛使用受可及性、
给药方式、个人需求等因素影响。新药研发成本高,
价格未知,资源匮乏的国家或地区甚至可能没有预

算购买折扣产品的能力。负担过重的医疗系统、社
会动荡、极端天气事件和运输挑战都可能妨碍交付

使用。而且,每六个月注射一次的方式是否存在其

他风险,也可能影响人们使用意愿。吉利德计划试

验新配方以期达到一次注射、保护长达一年,这引发

对艾滋病疫苗研发必要性的质疑。但疫苗可广泛接

种而不仅仅用于高风险人群,且成本低、保护期长,
在创造持久个体免疫力方面不可替代,所以继续研

发疫苗仍十分必要。
近年来我国对艾滋病药物愈加重视,科学技术

部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对该领域均有课题

立项。目前,国内也有几款艾滋病新药获批上市。
但与国际制药巨头相比,我们对艾滋病新药创制的

研发投入及人员力量等方面还远远不够,所批准的

新药在靶点机制及疗效方面都缺乏优势。在国家传

染病重大专项的支持下,我国学者何玉先教授团队

开展了“基于强效HIV进入抑制剂的暴露前预防策

略”研究课题,证明了 HIV膜融合抑制剂LP-98具

有强效、长效的治疗和PrEP效果[1]。论文发表后

获得国际同行专家在Nature、Nature
 

Review
 

Drug
 

Discovery、Cell
 

Host
 

Microbe 等杂志对 LP-98和

lenacapavir的PrEP作用进行了亮点评述,给予了

高度评价。最近,何玉先教授团队又通过与中国科

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马光辉院士团队合作,成功研

制了LP-98微球缓释制剂,其PrEP效果可以达到

一月一次给药[2]。但这一研究尚需不懈努力,期望

在顺利完成进行中的临床试验的同时,能够研发出

半年一次甚至一年一次的长效制剂。LP-98作为病

毒进入抑制剂,其作用机制类似于“拒敌人于国门之

外”,特别适用于HIV的PrEP。

2 CAR-T细胞治疗自身免疫疾病:从革命性

突破到精准医疗新时代

  2024年,一系列新的临床试验测试了CAR-T
疗法在自身免疫性疾病中对抗B细胞的能力。例

如,2月德国研究人员报告指出,15名接受CAR-T
疗法的严重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在中位随访15个

月的时间内(最短随访时间为4个月,最长为29个

月),疾病均得到缓解或症状大幅减轻,并已停止使

用所有免疫抑制剂和抗炎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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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点评:
徐沪济 教授、主任医师。现任免疫与炎症全国重点实验室

副主任,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长征医院)临床研究中

心主任、大内科主任和风湿免疫科主任,兼任清华—北大生

命科学联合中心临床研究员和上海临床创新转化研究院首

席研究员。入选 Nature
 

2024年度全球十大科学人物和《医

学界》2024年影响中国医疗十大人物。研究成果入选2024
年中国科学十大进展、2024年国内十大科技新闻等。荣获

“谈家 桢 临 床 医 学 奖”“人 民 名 医 · 卓 越 成 就 奖”“仁 心 医

者·上海市杰出专科医师奖”“罗氏(中国)临床研究奖”等奖

励。荣立个人“二等功”一次,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王晓冰 海军军医大学长征医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医师、副

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上海市医师协会风湿免疫科医师分

会副会长、中华医学会风湿病学分会青年委员、中国康复医

学会风湿免疫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等。从事靶向细胞治疗

难治性自身免疫病的系列研究。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常

见多发病防治研究”重点专项课题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

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等项目。主持多项全球/全国多中

心药物临床试验。以第一/通讯作者在Cell、Cell
 

Reports、

Journal
 

of
 

Autoimmunity 及Rheumatology 等SCI杂志上

发表论文30余篇。

近年来,CAR-T细胞治疗以其革命性的疗效在

肿瘤领域尤其是血液恶性肿瘤的治疗中取得了巨大

成功。现在,这种治疗手段已开始拓展至自身免疫

疾病领域,成为CAR-T细胞治疗的一个新的突破

点。2024年,Science将“利用免疫细胞治疗自身免

疫疾病”列入年度“十大科学突破”,反映了这一研究

领域的重大进展和深远意义。

图2 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CAR-T,粉红色)
靠近并破坏B细胞(图片来源:Science官网)

Fig.2 A
 

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T
 

Cell
 

(CAR-T,
 

Pink)
 

Closes
 

in
 

to
 

Destroy
 

a
 

B
 

Cell
 

(Image
 

Source:
 

Science
 

Official
 

Website)

自身免疫疾病的发病机制复杂,传统治疗手段

以免疫抑制剂为主,疗效有限且副作用较大。免疫

细胞治疗之所以被Science 评为突破性进展,关键

在于其开创性地实现了精确调控免疫系统,利用基

因编辑或工程化免疫细胞精准靶向自身反应性免疫

细胞,重建免疫耐受环境,从根本上实现疾病缓解甚

至治愈。这种“以毒攻毒”的策略,不仅在概念上极

具创新性,更在临床应用中表现出卓越的疗效和安

全性,突破了传统治疗方法的局限。
这一研究突破对于人类社会的意义是深远的。

一方面,它改变了人们对免疫疾病治疗的认知范式,
从过去的非特异性免疫抑制向精准的免疫调控转

变;另一方面,它推动了免疫学、细胞生物学、基因编

辑等多学科交叉融合,为免疫疾病精准医疗开辟了

全新的路径。同时,这种治疗理念的成功实践,也为

其他免疫相关疾病(如过敏、移植排斥反应)的精准

治疗提供了重要参考,具有广泛的示范效应。
我国近年来在免疫细胞治疗自身免疫疾病领域

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2024年我国在国际上

首次成功开展了异体通用型CAR-T细胞治疗难治

性自身免疫疾病的临床研究,研究成果发表于国际

顶级期刊Cell[3],获得了国际同行高度评价。这一

成果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进入了世界领先行列。未

来我国在关键核心技术(如基因编辑工具研发、细胞

扩增及功能优化技术等)和标准化、产业化方面将进

行持续的优化改进,有望引领国际。此外,提高基础

研究成果向临床转化效率,使免疫细胞治疗的临床

标准与规范日益完善。
展望未来,免疫细胞治疗自身免疫疾病领域将

呈现多维度发展趋势。首先,细胞工程技术的进一

步优化和创新(如更高效的基因编辑技术、多靶点设

计、智能响应型细胞)将不断提升治疗效果与安全

性;其次,精准医学理念下,单细胞组学、多组学联合

分析等技术的应用将推动疾病的精准分型和个性化

治疗策略的建立;再次,通用型免疫细胞治疗的标准

化、规模化生产技术的突破将加速其临床转化和应

用普及。
未来几年,该领域可能在免疫精准调控技术、个

性化治疗方案以及疗效预测和安全性保障机制等方

面取得更大突破。我国应积极加强基础研究、转化

医学及产业链布局,力争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实现

引领式发展,为全球免疫性疾病精准治疗贡献“中国

智慧”和“中国方案”。

3 詹姆斯·韦伯空间望远镜探测宇宙起源

  詹姆斯·韦布空间望远镜(JWST)专为研究

宇宙最初的几十亿年而设计。自2021年底发射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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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后,JWST发现的宇宙最早期明亮星系比预期的

多1
  

000倍。根据这些星系不同寻常的亮度,研究

人员估计其中一些是与银河系大小相仿的“庞然大

物”。在目前的星系演化理论下,无法解释为何它

们能够如此迅速地生长。
研究人员将远古光波按照波长分类进行光谱

分析,结果发现早期星系含有大量气体和尘埃,包
括碳、氧等元素。这些元素只能在更早期的恒星内

部形成,恒星死亡后以超新星的形式发生爆炸,广
泛散播星际物质。这些发现表明,宇宙诞生之初的

环境能够快速形成巨大的恒星。

专家点评:
王 涛 南京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星

系形成与演化、星系团与大尺度结构等领域的研究。主要学

术成果包括发现宇宙早期大质量、光学暗星系的普遍存在;

发现迄今已知距离最远的,处于一类关键演化阶段的X射线

星系团;发现超大质量黑洞影响星系形成演化的重要证据

等。成果入选“2024年中国科学十大进展”。

人类迄今为止建造的最大的、也是最昂贵的空

间望 远 镜———詹 姆 斯 韦 布 望 远 镜 (James
 

Webb
 

Space
 

Telescope,JWST)自2022年2月开始观测以

来,在早期宇宙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突破。
其中最令人惊讶的发现之一是观测到早期宇宙的明

亮星系的数目明显比理论预期偏多。现在,最新的

JWST观测进一步揭示了这些明亮星系的本质。这

些发现极大地挑战了我们对宇宙早期星系和超大质

量黑洞形成的传统认知。
对早期宇宙(宇宙诞生之初的10亿年)的观测

是回答宇宙起源和天体起源这些天文和空间科学前

沿问题的必要手段。第一批恒星和星系如何诞生?
第一批超大质量黑洞如何形成? 带着回答这些基本

问题的目的,JWST承载着几代天文学家的梦想开

始了对早期宇宙的探索。因为口径和观测波段的优

势,JWST相对其前任———哈勃太空望远镜(Hubble
 

Space
 

Telescope,HST)具有探测更远、更暗的星系

的能力。在JWST之前,人类探测到最远的星系在

红移10.6[4,
 

5](宇宙诞生后约4.4亿年)。如今,

JWST已经将这一边界拓展到红移14—16[6,
 

7](宇
宙诞生后约2.5亿年),且在可预期的未来会探测到

更早期的星系。更重要的是,相对于之前HST在早

期宇宙只能探测到特定类型的星系(依赖于紫外波

段能谱特征选的莱曼不连续星系),JWST的优秀的

红外探测能力使其能够对这一时期的几乎所有类型

的星系进行系统研究,这也是JWST能够作出如此

多新发现的重要保障。

图3 JWST新发现的一类在宇宙早期大量存在的俗称“小红点”
的天体。一般认为它们是中心黑洞在剧烈生长的、宿主星系极

为致密的活动星系核,但其本质究竟为何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图片来源:NASA、ESA、CSA、STScI、Dale
 

Kocevski
 

(Colby
 

College)]
Fig.3 JW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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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JWST观测早期宇宙星系取得的新

发现大概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将之前HST观测到的

莱曼不连续星系推广到更高红移、更早期的宇宙

(“已知的未知”),并且发现其数量比理论预测的要

显著增多[8],这意味着宇宙早期大质量暗物质晕形

成恒星和星系的效率要比之前理论预测系统偏高;
二是 发 现 了 一 类 新 的 以 “小 红 点”(Little

 

Red
 

Dots)[9]为代表的不能被传统莱曼不连续方法选择

的、完全超出现有理论预测的星系(“未知的未知”)。
对这些小红点的最新观测发现它们很可能是一类新

型的、超大质量黑洞正在活跃增长的活动星系核。
其巨大的数量和黑洞质量对当前宇宙早期超大质量

黑洞形成的理论形成了严峻挑战。总体而言,这些

新发现意味着我们对早期宇宙星系和黑洞等结构形

成以及宇宙再电离历史等的认识还远未成熟。
我国天文学家在宇宙早期的明亮类星体[10,

 

11]、
大质量星系[12,

 

13]、宇宙再电离历史[14,
 

15]等都有一些

非常具有国际影响的研究。但与西方国家相比,在
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都还有不小差距。主要原因在

于对早期宇宙(星系更远、更暗)的研究往往需要最

先进的天文观测设备(尤其是光学红外波段)。以

JWST为例,它能作出这些重要发现的最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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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它优异的红外探测能力。而能达到天文观测要求

的低噪声,高灵敏度红外探测器一直是我们国家的

短板,属于“卡脖子”技术。但是近年来国内高校和

研究所也在努力攻关,进展非常迅速。我国首台利

用国产探测器成功在K波段实现科学级成像的80
   

cm口径红外天文望远镜已于2024年在青海省冷

湖观测基地投入使用。我们期待在未来几年会继

续缩小跟西方国家的差距。另外,预计在未来几年

内发射的像我国空间站巡天望远镜(China
 

Space
 

Station
 

Telescope,CSST)这样能够实现较高灵敏度

观测的光学望远镜也能够大大增强我国在早期宇宙

研究方面的国际影响力。

JWST在短短几年内取得如此多重要的发现再

次证明一流的观测设备对天文学发展和拓展人类认

知边界的重要性。JWST的成功除了因为其自身有

明确的、最前沿的科学驱动这一首要因素之外,也离

不开科研和技术人才的密切合作,数据处理系统的

高效和开放性等原因。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入学习

的地方。目前JWST深度观测的天区还比较小,随
着更多JWST 数据的积累,以及与 SKA(Square

 

Kilometre
 

Array)等其他波段大型望远镜的协同研

究,我们期待未来几年会在早期宇宙的大质量星系

和超大质量黑洞的形成、宇宙再电离以及第一代恒

星和星系的形成等方面有重要突破。

4 RNA杀虫剂:从化学农药到精准靶向的

范式跃迁

  2024年,美国环境保护局批准可喷洒 RNAi
生物农药Calantha上市,专门用于防治马铃薯头

号害虫———马铃薯甲虫。这种新的、精确的方法将

比现有的化学物质更安全。
一般杀虫剂在消灭害虫的同时可能对非目标

生物造成伤害。今年,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批准了

一种基于RNA的杀虫喷雾剂,专门用于防治马铃

薯头号害虫———马铃薯甲虫。这种甲虫已经对现

有化学药剂产生了抗药性,每年在全球范围内造成

5亿美元的农作物损失。实验室测试显示,如果暴

露于足够高的剂量下,马铃薯叶甲可以进化出对

RNA的抗性。这种新的、精确的方法将比现有的

化学物质更安全。
除了甲虫,研究人员还针对小菜蛾、草地贪夜

蛾等破坏性极高的蛾类研发杀虫剂。但鳞翅目动

物的肠道酶很容易在RNA伤害它们之前将其破坏,

因此将RNA包裹在一个微小保护壳内的杀虫剂

设计成为热门研究方向。

专家点评:
宋宝安 中国工程院院士、贵州大学校长、教授,贵州省科学

技术协会副主席,第十三届、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担任国

务院植物保护学科评议组召集人,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

员,农业农村部农药管理专家指导组组长,中国植物保护学

会副理事长,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农业领域战略咨询专家。
主持国家重大研发计划项目、973计划课题、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重点项目、国家农业公益行业专项等30余项。

“RNA杀虫剂用于农田”以其颠覆性技术特征

与生态价值引发全球瞩目,被列入 Science 杂志

2024年十大科学突破榜单。这项源自 RNA 干扰

(RNAi)机制的技术突破,不仅标志着农药研发从化

学物质转向生物信息载体的范式跃迁,更为全球粮

食安全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图4 与目前的商业杀虫剂不同,基于RNA干扰的杀虫剂

针对特定的害虫。(图片来源:Science官网)
Fig.4 Unl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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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现代农业发展史,化学农药自20世纪40
年代 DDT(Dichloro

 

Diphenyl
 

Trichloroethane)问
世以来始终扮演着双刃剑角色。联合国粮农组织

2022年数据显示,在提升作物产量的同时,全球每

年因农药暴露导致的急性中毒事件高达385万起,
其中约30万例致命后果更令人触目惊心。在此背

景下,基于RNA干扰(RNA
 

interference,
 

RNAi)的
杀虫技术应运而生,其通过特异性沉默害虫关键基

因的表达,实现害虫的精准杀灭。
与传统农药相比,RNA杀虫剂解决了传统农药

存在广谱毒性、抗药性及环境污染等痛点,具备三大

优势:(1)
 

高靶向性:仅作用于携带特定基因序列的

害虫,非靶标生物安全性显著提升;(2)
 

环境友好:



 

 350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2025年

dsRNA 在 环 境 中 可 快 速 降 解,无 持 久 性 残 留;
(3)

 

不易引发抗性:靶标位点丰富,可通过设计多靶

点RNA延缓抗性产生。早期RNA杀虫剂受限于

dsRNA田间稳定性差、递送效率低、生产成本高等

问题,无法进行大规模生产和应用。随着纳米载体

技术、合成生物学以及人工智能的发展,dsRNA田

间稳定性显著提高,生产成本也降低至可接受范围,
大数据分析及AI技术的应用极大地提高了靶标筛

选的通量,为突破RNA杀虫剂的瓶颈提供了关键

支持。值得关注的是,近两年全球 RNA杀虫剂产

业发展迅猛,2023年,美国 GreenLight
 

Biosciences
公司的RNA杀虫剂“Calantha”获得美国国家环境

保护局(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U.S.,
 

EPA)登记批准,并于2024年6月正式上市销售,用
于防治马铃薯甲虫。这是全球首款商业化的RNA
杀虫剂,以此为标杆,全球开始了新一轮的农业科技

竞争。

RNA杀虫剂有潜力破解传统农药困局,是农业

绿色转型的核心技术,正在重塑全球产业格局。

RNA杀虫剂推动了昆虫基因功能研究、纳米材料、
合成生物学以及人工智能等多学科的发展,并促进

了新产业链与产业体系的构建。我国在“十四五”期
间虽已突破多项关键技术壁垒,在基础理论方面的

关键科学问题、产品研发方面的关键共性技术、产品

商业化应用方面的关键需等方面还存在短板弱项亟

待解决。此外,RNA杀虫剂代表了农业生物技术的

制高点,一定程度上也是大国战略博弈的关键战场,
掌控RNA农药产业链将获得粮食安全主动权,直
接关系国家生物经济战略安全。我国需要把握这个

战略机遇,构建“基础研究—技术转化—产业生态”
的全链条创新体系。以RNA杀虫剂商品化为发展

核心,通过机制解析、技术创制、应用更新,突破瓶

颈,打通高通量靶标基因筛选、工业化生产成本控

制、纳米智能递送系统原创性研发等关键环节,加速

我国RNA杀虫剂商业化,使农业从“化学对抗”走
向“基因对话”的新纪元,为全球粮食安全与碳中和

目标贡献中国方案。

5 固氮细胞器的发现增添了进化转折点,为
构建“人工固氮细胞器”开辟了新途径

  空气中78%是氮气,但植物并不能直接利用

这些氮元素。某些细菌能够固定大气中的氮,将其

转化为植物可利用的氨,用于合成蛋白质及其他分

子。此前,尚未发现任何真核生物具备这种能力。
今年,一项改写教科书的发现诞生了———美国科学

家发现了第一种固氮真核生物“硝基体”。这是海

藻细胞中独特的固氮结构。

DNA研究表明,这种新发现的细胞器大约在

1亿年前因海藻和固氮蓝细菌的共生而产生。藻

类细胞吸收了这些细菌,使其失去基因和生化能

力,只能依赖藻类生存,跟随藻类的时间周期繁殖。
这使它们成了为数不多的已知内共生细胞器之一。
该发现有助促进植物的基因改造,设计出能够自行固

氮的农作物,从而提高作物产量,减少对氮肥的需求。

专家点评:
王学路 河南大学教授、学术副校长,河南省“中原学者”,国

际固氮执行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大豆等豆科作物与根瘤菌

共生固氮、大豆高产高效的生物学基础与种质创新,以及植物

激素信号转导互作网络调控生长发育的机制研究。主持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A类)、
重点项目等20余项。在Science、Developmental

 

Cell、PNAS、

Nature
 

Communications等期刊发表论文70余篇,成果入选

2021年“全国高校十大科技进展”,获河南省自然科学奖一

等奖、教育部自然科学奖二等奖等奖励。
蒋建军 河南大学教授。主要从事大豆等豆科作物与根瘤

菌共 生 固 氮、植 物 表 观 遗 传 学 研 究。在 Nature
 

Plants、

Science
 

Advances、Nature
 

Communications等期刊发表论文

20余篇,入选河南省中原基础研究领军人才,获教育部自然

科学奖二等奖(排名第三)等奖励。

氮作为生命的基础元素,是构成核酸和蛋白质

的核心成分。大气层中的氮气是一个巨大的氮库,
但稳定N≡N三键的化学惰性使其难以被生物直接

利用。自然界演化出多样的固氮策略:蓝细菌、固氮

菌等微生物依靠自身的固氮酶固氮,植物演化出了

与固氮微生物的共生固氮(豆科植物与根瘤菌)和联

合固氮(如禾本科植物与联合固氮菌)。1909年哈

伯法的发明开启了高温高压的工业固氮方法但代价

高昂,目前工业固氮消耗了全球2%的化石能源、造
成了1.4%的CO2 排放。当前,构建高效清洁的生物

固氮体系、突破非豆科作物共生固氮屏障已成为解决

粮食安全与碳中和双重挑战的战略性科研方向。
早在1998年,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海洋科学

教授Zehr在太平洋海水中收集了大量的丝状藻类,
发现其中包含一些编码固氮酶的基因nifH [16]。

2004年他们通过系统发育学的手段确定这段基因

来自一类单细胞蓝藻,将其命名为 UCYN-A[17]。

2012年,他们发现真核单细胞海洋浮游藻类贝氏布



 
第39卷 第2期 Science

 

2024年十大科学突破解读 351   

拉藻(Braarudosphaera
 

bigelowii)与 UCYN-A形

成内共生关系———UCYN-A为藻类提供氨,藻类则

提供碳源[18,
 

19]。2024年,Zehr团队分别在Science
和Cell发表论文,提出 UCYN-A不应被视为独立

的生物体,而是已演化为藻类的一种新型固氮细胞

器———固氮质体(Nitroplast)[20,
 

21]。其主要证据包

括:(1)
 

细胞结构的整合和分裂的同步性:UCYN-A
与宿主细胞分裂周期同步,保证UCYN-A可以垂直

传递给子代细胞;(2)
 

遗传信息的整合:UCYN-A丢

失DNA复制关键基因,依赖宿主核基因组提供必

需蛋白;(3)
 

代谢依赖:UCYN-A丧失光合作用能

力,碳源由宿主供给,维生素B12 的合成需双方编码

的蛋白共同完成;(4)
 

体积相互协调:不同种类的贝

氏布拉藻体积差异巨大,体积更大的B.
 

bigelowii
能容纳体积更大的 UCYN-A。因此提出,UCYN-A
与贝氏布拉藻已超越共生关系,与宿主细胞融合而

成为其不可分割的功能单元。2009年,Sven
 

Janson
第一次提出了“nitroplasts”的概念,用于形容可以内

共生且能进行固氮作用的有机体[22]。直至2024
年,随 着 Science 和 Cell 这 两 篇 论 文 的 发 表,

UCYN-A已被确定符合作为细胞器的标准而被称

为“nitroplasts”。

图5 海洋藻类Braarudosphaera
 

bigelowii
和细胞内的UCYN-A[21]

Fig.5 Marine
 

Algae
 

Braarudosphaera
 

bigelowii
 

and
 

UCYN-A
 

in
 

Cells[21]

在生物演化的历史上,内共生细菌演化为细胞

器的案例极为罕见,此前仅有三例:一是线粒体的形

成,大约发生在20亿年前,使得真核生物能支持更

加复杂的生命活动;二是叶绿体的产生,大约发生在

10亿年前,直接导致了植物的出现;三是发生在约

6000万年前的载色体形成,其为蓝细菌与变形虫融

合形成的光合作用细胞器。2024年发现的固氮质

体发生在约1亿年前,是第四个内共生细菌演化为

细胞器的例子,也是首个与固氮功能相关的案例,填
补了细胞器起源的关键空白。因此,该研究入选了

“Science
 

2024年度十大科学突破”。
氮素是作物生长发育必需的大量元素。豆科植

物与根瘤菌的共生关系不能直接遗传给下一代,而
是需要每代重新建立,并形成新的器官根瘤。固氮

质体的出现,为真核生物通过将固氮微生物(入根瘤

菌)转化成植物细胞中可以固氮的细胞器提供了新

的思路和方法。若将固氮质体导入水稻、小麦、玉米

等作物并实现可遗传的自主固氮,将彻底改变农业

生产模式,将节省大量的化学氮肥和化石能源。

2022年浙江大学团队成功将菠菜类囊体导入哺乳

动物细胞,展示了在真核生物中异源导入细胞器的

可行性[23]。UCYN-A所属的蓝细菌宿主相对广谱,
能与蕨类、苏铁、地衣、苔藓、被子植物大叶草甚至海

绵动物等共生[24],将其改造为高等植物细胞的“人
工固氮细胞器”,将成为重要的科学探索方向。

固氮质体的发现加深了人类对细胞器起源和氮

循环的认知,这一突破不仅是进化理论研究的重要

发现,同时也为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开辟了新路径。
当然实现高等植物细胞有功能的“人工固氮细胞器”
还需要多学科的协作研究,并至少解决几个重要基

础科学问题,包括:如何将合适的固氮微生物导入合

适的植物细胞并使其稳定遗传? 如何使“新型细胞

器”保持在自生状态下生物固氮的微环境从而实现

有效固氮? 如何实现“人工固氮细胞器”与寄主细胞

的稳定高效碳氮交换?

6 交错磁体:一类新磁性的发现

  铁磁性和反铁磁性一直被认为是材料的两种

主要磁序。2019年,研究人员预测,第三种磁性类

型,即交变磁性,能兼具铁磁性和反铁磁性两者的

特性。2024年,科学家首次观测证实了交变磁性

的存在。他们通过测量费米面,在碲化锰和锑化铬

等材料中观察到上述现象。交变磁体既具有反铁

磁体的稳定性和快速自旋翻转的速度,又可以像铁

磁体一样轻易进入不同状态,通过在不同方向施加

电流即可控制。产生交变磁性的交变磁体可用于

制造高容量快速存储设备或新型磁性计算机。

专家点评:
宋 成 清华大学材料学院教授,先进材料教育部重点实验

室主任。主要从事自旋电子学材料与声表面波滤波器研究,

出版《自 旋 电 子 学 材 料 与 器 件》专 著,在 Nature 和 Nature
 

Materials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曾获两项国家科

技奖励和首届“卓越青年研究生导师奖励基金”。主持国家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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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A类)、专项项目等项目。

沈 健 复旦大学物理系教授,应用表面物理全国重点实验

室主任,微纳电子器件与量子计算机研究院院长。主要从事

低维磁性与自旋电子学研究,曾获美国总统青年科技奖、担

任国际应用磁学大会主席(Intermag)。主持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青年 科 学 基 金 项 目(A类)等 项 目,在 Nature、Nature
 

Materials、Nature
 

Nanotechnology 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80
余篇,国际学术会议大会与邀请报告150余次。

谢心澄 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院士,美国物理学会

会士,北京大学物理学院讲席教授、复旦大学理论物理与信

息科学交叉中心主任。现任《中国科学:物理学
 

力学
 

天文

学》主编。长期从事凝聚态物理理论研究。主要研究领域包

括量子霍尔效应、电荷及自旋输运、低维量子体系及强关联

电子体系等。

在凝聚态物理的研究版图上,磁性材料长期被

划分为铁磁与反铁磁材料两大阵营。铁磁材料凭借

其平行排列的磁矩产生的宏观磁化特性,主导了永

磁体、磁传感器和磁存储等领域的发展,其自旋劈裂

能带结构催生的巨磁阻效应更是斩获2007年诺贝

尔物理学奖。然而,铁磁体的杂散场效应和GHz量

级的磁动力学频率,严重制约了器件的高密度集成

与超高速操作。反铁磁材料虽具有THz级本征频

率和零杂散场的优势,但其倒易空间自旋简并能带

结构却与巨磁电阻效应难以兼容,导致其长期困于

“理论潜力巨大,应用举步维艰”的窘境。

图6 在交错磁体中,相邻亚晶格(不同颜色)的磁矩呈反

平行排列,但它们位于不同取向(形状)的晶体环境中

(图片来源:Science官网)
Fig.6 In

 

an
 

Altermagnet,
 

Neighboring
 

Electrons
 

Spin
 

in
 

Opposite
 

Directions
 

(colors)
 

but
 

Sit
 

in
 

Atomic-Scale
 

Structures
 

with
 

Different
 

Orientations
 

(Shapes)
 

(Image
 

Source:
 

Science
 

Official
 

Website)

交错磁体(Altermagnet)的发现彻底重构了磁

性材料的认知体系。基于晶体对称性调控理论,这
类材料通过设计相邻磁亚晶格的反平行自旋排列与

差异化晶体环境(图6),在保持磁矩补偿特性的同

时,实现铁磁体特有的自旋劈裂能带结构[25,
 

26]。理

论预言超过200种候选材料(涵盖导体、半导体、绝
缘体及超导体)。除了潜在的应用价值外,交错磁体

多样化的电子结构及其独特物性使其成为研究零磁

化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和零磁场超导约瑟夫森结等凝

聚态物理前沿现象的理想载体。交错磁体的发现标

志着磁性材料研究进入“三足鼎立”的新纪元。
我国是国际上最早开展交错磁体理论研究和实

验探索的国家之一,当前已在多方面取得领跑优势。
理论研究方面,我国学者发展了利用对称性识别交

错磁体的“自旋群理论”[27],突破了磁性序参量与晶

体对称性的传统耦合范式,首次建立非共线磁序与

空间群对称性的普适性关联,并成功预言CrSb等材

料和非线性自旋流效应等新奇物理现象[28]。
实验研究方面,2022年,我国学者与美国康奈

尔大学Daniel
 

Ralph研究组同期独立报道了交错自

旋劈裂力矩效应[29],被国际同行认为是验证交错磁

体概念的“原创性实验”,也率先利用自旋输运实验

观测到交错磁体的指纹特征[30],揭示其独特的物理

性质。依托我国自主建设的大科学装置———上海同

步辐射光源,首次实现对交错自旋劈裂效应的直接

成像[31],为解析交错磁体的本征电子结构提供了独

一无二的观测手段,架起了关联电子体系与拓扑物

态的理论桥梁。2025年初,国内学者又首次实现了

从晶格维度对交错磁体的高效调控,并首次在交错

磁体中实现室温自发的反常霍尔效应[32]。然而在

交错磁体磁畴观测、太赫兹磁动力学测量和超快磁

操控等方向,国内研究仍待加强。
未来,交错磁体领域的发展将主要集中在以下

几个方向。首先,继续探索更多交错磁体材料,进而

开发超快的磁存储和逻辑器件,实现存算一体的自

旋电子器件。其次,交错磁体的高频特性,特别是在

自旋动力学和磁性响应方面的独特行为,为构筑微

型太赫兹波发射器拓展新的可能性。此外,交错磁

体与拓扑电子学、非常规超导物理和超导电子学的

结合也将是未来的研究热点,可能催生拓扑保护的

低功耗自旋输运器件,为构筑量子计算机提供支持。

7 确认迄今最早的多细胞真核生物化石

  2024年1月,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

究所研究员朱茂炎团队在华北燕山地区16.3亿年

前地层中发现迄今最早多细胞真核生物化石。这

一发现将多细胞真核生物出现的时间进一步提前

了7
  

000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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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地球上大部分的复杂生命,如动物、植物、
真菌等均是多细胞真核生物。真核生物的多细胞

化是生命向复杂化和大型化演化的必要条件。但

学术界一直有个疑问:真核生物最早是何时发生多

细胞化的? 过去研究人员一直认为,真核生物最初

以单个细胞的形式存在了约10亿年,随后才逐渐

形成细胞链。然而,这项新发现表明,简单的多细

胞真核生物早就存在。

专家点评:
周忠和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

主要从事鸟类早期演化及相关地质环境背景的研究。先后

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

家科学院院士、巴西科学院通讯院士、美国鸟类学会荣誉会

员。曾获中国科学院杰出成就奖、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等

奖励。

在地球生命大约40亿年的演化过程中,生命经

历了不断复杂化的过程,最早出现的生命属于原核

生物(包括细菌和古菌两大类群),顾名思义,细胞内

没有细胞核,目前可靠的化石记录有35亿年。真核

生物(包括动物、植物、真菌以及以宏体藻类为代表

的原生生物)的出现是一个里程碑事件,其重要标志

是细胞核的出现。最早的真核生物是何时开始出现

的呢? 真核生物出现之后,又是何时出现了多细胞

的真核生物呢? 这两大早期生命演化的问题之所以

引人关注,是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后续亿万年来地球

生命演化的历程,没有这些早期的铺垫,也就不会出

现后来更为复杂的动物、植物以及人类。

2024年Science公布的十大科学突破中,“古老

真核生物的多细胞化出现很早”(Multicellularity
 

Came
 

Early
 

for
 

Ancient
 

Eukaryotes)报道的就是有

关已知最早多细胞真核生物化石的故事。来自中国

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朱茂炎团队的年轻成

员苗兰云等人与国内外其他团队合作,报道了中国

华北地区16.3亿年前地层中发现的、迄今最古老的

多细胞真核生物化石———壮丽青山藻(Qingshania
 

magnifica)[33](图7)。
 

中国华北的燕山地区以一套巨厚的前寒武纪沉

积地层(距今18亿年到13亿年)而闻名于世,是研

究地球早期地质历史和生命演化最经典的地区之

一。壮丽青山藻化石就产于蓟县剖面长城系的串岭

沟组。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学者对串岭沟组微体化

石的探索已有半个世纪。

1973年,中国地质科学院的邢裕盛和刘桂芝采

用浸泡技术,从串岭沟组鉴定了微体化石,直径小于

20微米,并归入疑源类[34]。1986年,南京大学的张

忠英带领学生在串岭沟组采集化石标本,并通过岩

石磨片方法报道了其中一些球状及丝状的微体化

石。其中丝状的微体化石被解释为蓝细菌;而球状

的微体化石直径20~200微米,被认为属于是原核

或者真核生物,有些与绿藻相似[35]。相关研究也引

起了国际学术界有关最早真核生物化石记录的讨

论。1989年中国地质调查局的阎玉忠等报道了串

岭沟组单列的丝状化石,细胞直径达到250微米,并
将其命名壮丽青山藻。他们将这些化石解释为多细

胞的真核生物,并认为可能属于原始绿藻[36]。肖书

海也认为,串岭沟组发现的一些化石代表了多细胞

的真核生物[37]。从2015年起,苗兰云等人对串岭

沟组的地层开展了近8年的考察,采集了278枚被

鉴定为壮丽青山藻的化石标本。通过较前人更为细

致的研究,得出结论:壮丽青山藻不仅确实属于多细

胞真核生物,而且很可能是一种丝状绿藻,类似于现

存的一些绿藻,并且具有光合作用的代谢能力。

图7 苗兰云等在串岭沟组发现的壮丽青山

藻化石的透射光照片[33]

Fig.7 Transmitted
 

Light
 

Photograph
 

of
 

Qingshania
 

magnifica
 

Fossils
 

Found
 

by
 

Lanyun
 

Miao
 

et
 

al
 

from
 

the
 

Chuanlinggou
 

Formation[33]

虽然苗兰云等人最新研究得出的结论,并非首

次提出,但是与前人相比,利用了先进的实验技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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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提供了更为确凿的观察和证据。例如,他们发

现这些丝状化石由多达20个圆柱形细胞串联组成,
相邻的细胞壁与植物细胞壁类似;一些化石中含有

类似孢子的小球体,表明这些多细胞丝状体具有专

门的生殖结构;利用激光拉曼光谱仪对壮丽青山藻

的有机质成分分析,排除了这些链状结构是蓝藻化

石的可能性(蓝藻属于原核生物,但在30多亿年前

就开始形成简单的链条)。
由于目前学界普遍接受的最早单细胞真核生物

化石记录,发现于我国华北和澳大利亚北部距今约

16.5亿年之前的地层中[37],壮丽青山藻的出现时间

仅仅稍晚于这些最古老的单细胞真核化石,表明真

核生物出现之后便迅速发生了复杂的多细胞化演化

进程。壮丽青山藻虽然属于多细胞的真核生物,相
较原核生物个体较大,但仍然属于微体生物。早在

2016年,朱茂炎团队根据中国地质调查局朱士兴和

黄学光等在华北燕山地区高于庄组发现的化石,报
道了15.6亿年前全球最早的宏体多细胞真核生物

化石[38]。综合以上研究,从最早真核生物的出现到

多细胞化,再到大型化的过程,经历了相对快速的过

程。对复杂生命起源和早期演化过程的探索,很大

程度上依赖元古宙化石的发现。与此同时,新技术

手段的运用也在不断推动这一领域的发展。未来,
揭示早期复杂生命的演化与地球环境演变之间的关

系也必将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科学问题。

8 地幔波动能影响大陆轮廓的形成

  长久以来,科学家们一直认为悬崖和高原是两

种截然不同的地质现象,分别由不同的过程驱动。
但2024年英国南安普顿大学地球科学家的一项研

究表明,陡峭的悬崖和高原是由大陆分离时在地球

中层引发的同一“巨浪”造成的。当构造板块断裂

时,会在地球深处引发强大而缓慢的地幔波,进而

导致大陆表面上升一千米以上,进而影响整个大陆

的地貌。
地幔波引起的隆起还可以解释某些时期的侵

蚀加剧以及随之而来的海洋生物灭绝事件,同时也

可能是板块中心地震活动的一个触发因素。这表

明,大陆与地幔之间的互动远比地球科学家之前所

认为的活跃。

专家点评:
徐义刚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

院院士,美国地质学会会士、美国地球物理联合会会士、国际

地球化学学会会士。致力于地幔岩石学、深地科学和地球宜

居性研究,曾获两项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和广东省科学技

术突出贡献奖。现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球宜居性

的深部驱动机制”重大研究计划专家组组长。

刘 亮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副研究员,2018
年获得伦敦大学与中国科学院大学双博士学位,从事地球动

力学数值模拟研究,致力于解读板内构造—岩浆迁移、异常

俯冲、克 拉 通 演 化 的 深 部 驱 动 过 程 与 机 制。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Geology、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Communications
 

Earth
 

&
 

Environment、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等SCI期刊发表论文近20篇,承担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青年科学家项目等。

图8 南非中部高原的抬升可能是地幔波动引起的岩石圈

底部拆离所致(图片来源:Science官网)
Fig.8 South

 

Africa􀆳s
 

Central
 

Plateau
 

May
 

Have
 

Been
 

Pushed
 

Up
 

by
 

Flowing
 

Waves
 

of
 

Mantle
 

Rock
 

(Image
 

Source:
 

Science
 

Official
 

Website)

虽然地球内部有相对活跃的地幔对流活动,但
通常认为,在刚性岩石圈盖层普遍发育之后,地幔运

动本身很难在小尺度范围内直接控制大陆浅表的演

化进程,而是通过岩浆活动、长波长动力升/降等机

制,间接影响地形、地貌与生态环境的演化。然而,
近期发表于Nature的文章却指出,在超大陆裂解过

程中,伴随裂谷的软流圈上涌会在横向上触发局部

的地幔扰动、形成小尺度地幔对流。其扰动中心可

在数千万年内逐渐由裂谷轴心向上千公里之外扩

散,引发更广泛的小尺度对流,并对途经上方的岩石

圈底部施加剪切作用,进而触发底部高密度物质的

快速拆离。
这种对流拆离过程可导致地表出现1~2公里

的快速抬升,并逐渐塑造出上千公里宽的平坦高原,
如巴西西北部、印度西部和南非中部的高原,同时也

可能是产于克拉通内部、起源于地球深部的金伯利

岩岩浆的动力学因素。不同于经典的地幔柱模式,
该研究揭示了地球深部过程影响表层系统演化的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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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途径,而且地球深部过程的浅表响应远比之前

认为的更为直接且活跃。此外,该研究也揭示了地

球内部运行过程的一系列可验证的浅表响应,为理

解地震发生机制、解读地表剥蚀增强与海相生物灭

绝事件间的时空关联提供了新思路。正因为如此,
该研究入选了“Science

 

2024年十大科学突破”。
仔细研读相关论文后发现,该项研究也存在一

些瑕疵。例如,文中的数值模型假设岩石圈与其下

方地幔之间处于相对静止的初始状态且模型深度范

围比较有限,均可能夸大裂谷引发的地幔对流效应。
其次,板块漂移、俯冲、地幔柱等过程均可通过加快

对流速度而使得剪切作用增强,如何区分这些过程

与小尺度对流十分关键。此外,华北是克拉通破坏

的典型,岩石圈的减薄早于克拉通内裂谷作用,似乎

与新模型的预测并不吻合。所有这些均表明新模型

的适用范围仍需进一步论证。
因此,与其说该项研究的科学发现十分重要,不

如说它隐含的科学思想更吸引人。这种侧重于地球

内部在地球表生系统中作用的研究理念在我国也得

到了重视。约10年前启动的中国科学院先导专项

项目“地球内部运行机制与地表系统演化”,以及于

2024年启动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项

目“地球宜居性的深部驱动机制”就是在这个方向的

有益探索。事实上,中国科学家的设计更为系统,涉
及了地球深部层圈、岩石圈、水圈、大气圈和生物圈

之间的互动以及10多个学科的交叉合作。在这个

方向的研究中,两方面的能力建设值得重点关注。
一是大数据分析在地球观察中应用以及深部地球动

力学模拟;二是复杂地球系统模型的构建。这是支

撑地球系统科学发展的关键,但在我国尚处在起步

阶段,相关人才储备严重不足,急需迎头赶上,推动

地球系统科学研究逐步从流体层圈逐渐迈向流体—
固体圈层相互作用的新的发展阶段。

9 “星舰”着陆成功实现“筷子夹火箭”

  2024年,“星舰”这艘世界上最巨型、最强大的

火箭,高达120米的不锈钢箭体,在33台猛禽发动

机的强劲推力下轰鸣着升空了四次。10月13日,
星舰助推器的成功着陆更为引人注目:助推器以超

声速从高空下降,通过重启部分发动机将其速度降

至几乎静止的悬停状态,并由发射台的机械臂将其

精准捕获。这次成功有望大幅降低太空科学研究的

成本,标志着成本可负担的重型火箭新时代的到来。

专家点评:
张旭辉 中国航天科技体系与创新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IAA通讯院士。长期从事运载火箭、新型飞行

器等研究,先后担任863计划等重大项目负责人。获中国载

人航天工程突出贡献者奖章、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创新

争先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等多项荣誉。

长期以来,高昂的发射成本是人类大规模开发

太空的最大阻碍之一,不仅限制了人类进入太空的

规模,也迫使科学家们在开展航天任务时不得不趋

于谨慎和保守。历经十余年发展,部分可重复使用

的猎鹰9号和猎鹰重型火箭已经将进入太空的成本

降低了约一个数量级,并带来了以“星链”为代表的

新一轮太空技术革新。完全可重复使用的“星舰”
(包括超重助推器、星舰飞船)则有望将发射成本进

一步降低至100美元/公斤量级。“星舰”凭借其低

成本、大运力和快捷发射能力,将进一步加速推动人

类对太空的科学探索,也因此入选了Science 杂志

“2024年度十大科学突破”,标志着人类低成本进入

太空的探索进入了新的阶段。

图9 “星舰”发射瞬间
 

(图片来源:Science官网)
Fig.9 Starship

 

Launch
 

Moment
 

(Image
 

Source:
 

Science
 

Official
 

Website)

“筷子夹火箭”回收方式是马斯克一贯遵循的第

一性原理设计思想的充分体现。为了提高运载能

力,降低单位发射成本,火箭上非必要的结构都应被

简化或取消。“星舰”起飞质量达到5
   

000吨以上,若
采用猎鹰火箭的支腿回收方案,相比于猎鹰9号火

箭,面临更大的助推器回收质量,同时助推器质心更

高,保持助推器着陆姿态稳定性的难度更大,不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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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巨大的着陆支腿并付出相当的质量代价。采用

“筷子夹火箭”的方式回收,省去着陆支腿的同时,将
机械臂夹住火箭的作用点设计在质心上方,则可变

不稳定为稳定状态,并将回收时箭体的受力形式转

变为对箭体结构要求较低的轴向拉力,从而进一步

节约了结构质量。
另外,“筷子夹火箭”也推动了发射台原位发射

与回收的全新模式,实现超重助推器与星舰飞船分

离后返回原发射台回收,助推火箭在进行检修和推

进剂加注后,可在发射台原位直接再次发射,大幅提

升了回收和再次发射的效率,相较于猎鹰9号数周

的复用周期,“星舰”有望将火箭的重复发射周期缩

短至数天乃至1天以内。
“筷子夹火箭”的回收方式,对火箭的发动机性

能与飞行控制能力带来了巨大挑战。在星舰飞船分

离后,超重助推器以超过声速的速度下落,通过重新

启动部分猛禽发动机,将自身减速到接近悬停状态,
并被发射架的机械臂精确捕获,据美国SpaceX公司

公布的数据,其捕获误差最高可达到5
   

mm 以内。
“筷子夹火箭”的成功实现,表明SpaceX公司在助推

器发动机的精确推力调控、发射架机械臂的精准操

控,以及助推器的状态感知、轨迹规划和姿态控制等

方面实现了新的突破。
“筷子夹火箭”是重型运载火箭重复使用的一次

变革性探索,对人类低成本进出太空起到了重要的

推动作用。未来,科学和工程的技术进步将推动更

多的火箭可重复使用途径成为现实。
依托可重复使用重型运载火箭的低成本、大运

力和快捷发射能力,人类将逐步进入大规模进出太

空的新时代,为各类空间科学实验和深空科学探测

提供更大舞台,带来更多的基础科学突破;互联网星

座等空间基础设施的建设规模和应用范围将进一步

扩展,赋能更多应用场景,有望极大改写人们的日常

生活方式。

10 古基因组学揭示欧洲早期人口社会结构

以及与尼安德特人遗传混合时间线

  过去,古DNA研究的对象为分散的个体。随

着古代人类基因组数量呈指数级增长,研究人员已

经能够通过研究不同人共有的遗传信息片段,推断

两个人的亲缘关系。2024年,利用从古代骨骼和

牙齿中提取的DNA,一系列研究为数千年前的家

庭重建了“家族树”,为人们提供了有关远古时期人

口迁徙、传染病演变、亲属关系等新见解。同时也

反映了古 DNA 提取技术的进步和分析成本的

下降。

专家点评:
徐书华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进化生物学中心主

任,上海市遗传学会理事长。从事人类群体基因组学和分子

进化研究。曾担任马普青年科学家小组组长,获中国科学院

青年科学家奖、谈家桢生命科学创新奖、国家自然科学奖二

等奖等奖励。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A
类)等项目,发表学术论文200多篇。兼任中国遗传学会常

务理事、Molecular
 

Genetics
 

and
 

Genomics共同主编。

古基因组学通过解析古人类遗骸中的DNA,已
成为重建人类演化史的强有力工具。2024年12月在

线发 表 于 Science 的 研 究“Earliest
 

modern
 

human
 

genomes
 

constrain
 

timing
 

of
 

Neanderthal
 

admixture”聚
焦于欧洲早期现代人类与尼安德特人的基因交流问

题。研究团队对德国Ranis洞穴(约4.5万年前)和
捷克Zlat􀆪

 

k̊uň遗址的13具人类遗骸进行基因组分

析,首次确认这些个体属于一个孤立的小型群体,其
尼安德特人基因混合事件发生在约4.5~4.9万年

前。这一发现不仅修正了此前关于现代人类与尼安

德特人混合时间的模糊推测(原认为5.2~5.7万年

前),更揭示了早期欧亚现代人类多次迁徙浪潮的过

程和特征———约5万年前非洲以外发现的遗骸可能

代表不同演化支系,挑战了“欧洲人单一起源扩散”
的传统假说。

该研究入选Science“2024年度十大科学突破”
源于三个方面的创新。(1)

 

技术革新:体现在针对

低DNA保存样本,研究团队开发了高覆盖率测序

技术,成功重建6个个体基因组(包括1个24×覆盖

率的Ranis个体和1个20×覆盖率的Zlat􀆪
 

k̊uň个

体)。通过优化古代 DNA 损伤模式识别算法(如

AuthentiCT模型),将污染率控制在5%以下,突破

了此前对低质量样本的解析极限[39]。(2)
 

时间标定

突破:结合放射性碳测年与分子钟模型,将尼安德特

人基因混合时间精确至千年尺度。利用群体遗传学

方法(如PSMC和IBD分析),发现混合事件发生在

现代人类祖先群体分裂前的80代内,对应绝对年代

为4.5~4.9万年前,缩小了此前估计的不确定性范

围(原跨度达1.4万年)[40]。(3)
 

交叉学科范式:建
立了遗传谱系与考古学文化(LRJ技术复合体)的有

效关联。通过分析德国Ranis遗址的11块骨骼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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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证实LRJ石器技术由早期现代人类创造,而非

尼安德特人,终结了长达数十年的学术争议[41]。此

外,结合墓葬分布与遗传数据,重建了跨越8代的家

族树,揭示了早期人类以小规模亲属群体(有效群体

约300人)迁徙的社会结构。

图10 公元7世纪,匈牙利一名葬在马旁的男子现在

有了家族史(图片来源:Science官网)
Fig.10 A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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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Source:
 

Science
 

official
 

website)

该研究的科学与社会意义体现在三个方面。
(1)

 

重绘人类演化版图:Zlat􀆪
 

k̊uň/Ranis群体的基

因组显示,他们代表了迄今已知最早期从非洲外迁

谱系中分离的支系。该群体与晚期的欧亚人群(如
保加利亚Bacho

 

Kiro个体)无遗传连续性,表明至

少存在两次独立的“走出非洲”迁徙浪潮[42]。(2)
 

社

会结 构 量 化 研 究:通 过 同 源 片 段 (Identity
 

by
 

Descent,
 

IBD)分析,发现 Ranis与Zlat􀆪
 

k̊uň个体

存在五级亲缘关系(共享301
 

cM片段),尽管两地相

距230公里。这种跨地域亲属网络提示早期人类以

家族群为单位扩散,群体规模极小(PSMC估计有效

种群仅160~240人),为史前社会组织研究提供了

分子证据[43]。(3)
 

疾病演化新视角:HLA基因区域

的高纯合度(Zlat􀆪
 

k̊uň个体5个位点中1个纯合,

Ranis个体3个纯合)表明群体瓶颈效应可能削弱免

疫多样性,增加病原易感性。这为追溯免疫系统演

化及史前流行病传播提供了关键线索[44]。
分析国内研究现状以及与该研究的差距有助于

认识和提升我国相关领域的发展水平。中国在古基

因组学领域取得显著进展。付巧妹团队对北京田园

洞人(4万年前)的研究揭示了东亚人群连续演化模

式,王传超团队解析了新石器时代家系结构[45]。然

而我国的古基因组学研究相较国际前沿仍存在一定

差距。(1)
 

样本时间缺口:国内早期现代人类样本

集中于晚更新世末期(4万年前后),缺乏5万年以

上的关键时段材料,难以直接参与“走出非洲”早期

迁徙的讨论。(2)
 

技术整合深度:多学科交叉研究

(如石器类型学与遗传谱系关联)尚处起步阶段。例

如,许昌人(10~12.5万年前)是否为独立演化支

系,仍缺乏基因组证据支持[46]。(3)
 

数据共享机制:
国内古DNA数据库建设滞后,制约了大规模群体

遗传学分析。反观该研究,依托全球共享的1
   

240
   

k
捕获阵列数据,实现了跨遗址、跨国家的样本和数据

整合。
该研究对我国及周边地区古基因组学的未来发

展树立了典范,从中我们也可以构思出一些潜在的

发展方向。(1)
 

技术突破:高精度古分子材料制备

及多组学分析将解析人类基因和表型的演化轨迹。
例如,尼安德特基因如何调控现代人的免疫反应或

脑发育,可能通过近缘种比较组学研究得到一定程

度的揭示[47]。(2)
 

时空扩展:对非洲、东南亚等“盲
区”样本的系统研究有望发现被遗忘的迁徙路线。
例如,云南蒙自人(1.4万年前)是否携带更古老的

非洲祖源基因,值得深入探究。(3)
 

社会复杂化研

究:结合高分辨率基因组与墓葬考古数据,可解码

早期社会等级制度的遗传基础。德国凯尔特酋长

的母系继承模式(2023年发现)提示,Y染色体与

线粒 体 DNA 的 谱 系 差 异 可 能 反 映 权 力 传 递 规

则[48]。(4)
 

疾病溯源:古病原基因组与宿主免疫基

因的共演化研究将重构流行病历史。例如,本研究

中 HLA区域的低多样性或为追踪史前结核杆菌传

播提供切入点。
这项研究标志着古基因组学从群体描述迈入微

观社会结构重建的新纪元。当技术突破使“数万年

前的家庭相册”得以翻开,人类首次能以分子考古学

视角凝视自身文明晨曦中的血缘纽带。对中国学者

而言,亟需在东亚早期人类扩散、农业起源等特色领

域深化研究,方能在重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史诗中

谱写东方篇章。正如Science所评,这项成果不仅改

写了教科书,更开启了“用DNA书写人类前传”的
新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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